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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组织秩序及其疫后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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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经济活动作为社会活动,实质上是组织性活动。 经济学观察和刻画世界,不应将人的行为目

的-手段抽象为个人及其生物特性,而应抽象为组织主体及其目的、秩序及治理。 集体理性越来越渗透

于经济学的逻辑体系中,而且向着安全关切方向演化,安全关切几乎可以超越经济学历来所聚焦的对

效率-公平的关切;疫后世界将发生安全公共品短缺的严重后果。 当安全变得更为重要时,世界却变得

更为危险,不确定性风险显著上升。 人类别无选择,集体理性必须通过国际协商以国家合作特别是大国

合作的方式实现。 各国既要完善各具特性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同时,也要协

商安排世界经济的组织秩序规则,使不同特性特色的国家(经济体)能够在大多数国家都认同的秩序规

则下,实现畅通交往、共处共荣,并且共同合作应对和解决全球性新问题;更加包容和均势的大国共治组

织秩序是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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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经济活动作为社会活动,实质上是组织性活动,即人们在一定的组织秩序中才能进行社会性的生

产、交易、投资、调控等经济活动,组织秩序表现为经济活动中的行为规则或习惯,也表现为各类经济

组织主体的实体结构和决策体系及其目标取向。 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当发生重大变故时,市场经

济的组织秩序会不断演变,以适应改变了的经济世界。 2020 年以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就是

一个罕见的世界性变故,极大地改变着世界———不仅已经极大地改变了疫情中的经济世界,而且必然

会长远地改变疫后全球经济的组织秩序。 因此,经济学的范式演变也将体现在关于市场经济的组织

秩序及其演变的理论刻画上。 在这样的范式框架中,我们将看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世界。

一、经济主体和组织秩序

尽管学界在以往的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把经济活动想象为“原子冶般的独立经济单元的自主行为

(或想象为经济体的“细胞冶运动),但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无组织的原子般现像是罕见的(物理世界中

的原子运动实际上也是有“组织冶规则的),而且即使有这样的现像也没有实质性的作用。 哪怕是在最

为自由放任的经济体中,组织因素也是无处不在的,而且其所形成的组织资本总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

中运行和发挥作用[1]。 以市场经济研究为对象的主流经济学的逻辑推演起点是,假定市场制度环境

是一个放任个人主义行为的所谓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秩序。 但在现实经济中,人们从来没有见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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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制度环境。 而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制度,经济活动在其中的运行实际上也是不可持续的。 也就

是说,这样的秩序结构是必然会依其自身的逻辑而走向崩溃的。 在任何社会性秩序中,人类都没有绝

对独立的个人。 由于人生来就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存在和活动的,因此社会性的经济活动也总是

在一定的组织构架和组织秩序中进行的。 经济学中所定义的“经济人冶在现实中实际上都是具有一定

组织关系的经济主体,抽象地称为“企业冶,而企业通常不是独往独来的个人,体现为组织。 因而,企业

行为是组织行为,且组织行为是在一定的组织秩序规则中展开的。 更准确地说,市场经济中的微观经

济主体应该称为“组织主体冶或“组织人冶(在有些研究和学术语境中,“企业冶确实被视为“组织冶)。
所以,没有组织秩序就不会有可持续存在的组织主体(经济体),组织主体总是在一定的组织秩序中展

开其行为。 从这一意义上说,微观经济主体实际上并非单一性个体单元,而是各种类型的集体(组织

体),或一定集体中的个体,即某种集体的组成单元。 换句话说,微观经济主体实质上是一种组织存

在。 由此,市场经济就不应被想象为是:无数完全独立自由的原子般“个体冶,在如同绝对空间般的“市
场冶中为寻求最大化自身利益而自主决策、自由运动,如“天马行空冶;而应被想象为是:各类组织主体,
在一定的市场制度环境中,以一定的组织秩序和组织行为进行交互运动。 即无论是市场空间,还是微

观经济主体,都是有“结构冶的,而结构是在一定的组织秩序中形成和演化的。
所以,当经济学向产业组织理论延申时,则将市场经济想象为是一定的组织结构体系,称为市

场组织或产业组织,并将其归结为组织结构性的竞争-垄断关系,而将“有效竞争冶作为市场经济组

织秩序的最理想状态。 可见,产业组织理论实际上就是研究各种组织主体行为的组织秩序。 有的

学者将产业组织定义得稍宽一些,认为“产业组织是一门经济学专业,它有助于解释为何市场以现

有的形式组织起来,以及这种组织是如何影响这些市场运行的方式的冶 [2]。 但学界对此也存在大

量的争论。 有学者指出,“属于‘产业组织爷范畴的某些理性问题是模糊的,或者被忽略了。冶 [3]

经济学关于组织行为的进一步研究则是向管理学方向的学术延展,一方面,所研究的内容更倾

向于关于作为组织主体的企业行为和体制机制设计(也称为“组织设计冶)的研究,甚至可以将“组
织冶与“企业冶作为同义语;另一方面,在理论上也有更宽泛的定义。 有学者认为,“经济组织是人们

所创立的一种实体,人们在这种实体中并通过这种实体而相互作用,以达到个人和集体的经济目

的。 经济体系由人与组织的网络所构成,低级组织通过高级组织联系起来。冶 [4]

可见,传统的主流理论经济学在底层逻辑上,将微观经济主体假定为个人主义的“经济人冶,由
此形成微观经济学的学术基础;而将所有个人主义“经济人冶的行为简单量化加总而形成总量概

念,由此形成宏观经济学的学术基础,是同现实世界的真实状况相去甚远的。 然而,组织主体和组

织秩序的现实性,则决定了经济学必须以“域观冶范式,观察、刻画和分析世界[5鄄7]。 从一定意义可

以说,这就使得经济学的哲学思维基础从个人主义引申为组织主义。 组织是一种社会性存在,是相

对于个人的集体,而个人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组织和组织秩序之中,所以现实中的个人也总是一种社

会性存在,即集体中的个体存在。 正如美国著名学者杰里米·里夫金所说,人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

“最具社会性的动物冶 [8]。 所以,经济学观察和刻画世界,不应将人的行为目的-手段抽象为个人及

其生物特性,而应抽象为组织主体及其目的、秩序及治理。

二、基于“效率-公平冶关切的市场经济组织秩序逻辑演变

摇 摇 经济学首先关注效率,“经济冶概念本身就含有“节约冶之意,也可以说,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主要

目的就是探讨何为效率和如何实现效率,即什么样的经济秩序有利于创造财富,实现利益“最大

化冶目标(在学术处理上将利益抽象为财富或收入)。 所以,经济学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 但

是,即使是从功利主义取向来说,对于单一的个人,如果脱离社会,所谓“效率冶或利益“最大化冶也
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更何况绝对的功利主义意识也非人类经济活动的效率精髓。 因而,凡是研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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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总是要基于一定的组织逻辑,即只有对于组织和组织系统,效率才是有实际意义的。 正因为这

样,尽管主流经济学是以个人主义为其逻辑基础,但实际上研究和关注的却是组织主体或组织系统

的效率(最大化)问题。 它对效率的评价实际上是倾向于组织主义的,即效率评价的对象实际上总

是组织主体(称为“经济主体冶,例如企业)或组织系统(称为“经济体冶,例如产业、国民经济、区域

经济等),而不是独立的个人。
既然如此,经济学就从个人主义的逻辑自然地推进到了组织体主义。 这样,在组织体中,公平

问题就显现出来,即发生了个人主义向组织体主义的范式迭代;于是就产生了关于“效率-公平冶的
权衡(trade off)与解法(solution)的研究,也就是产生了组织目标以及如何向组织目标逼近的问题。
总之,经济学的核心关切点从个人主义的利益最大化转向了组织主义的“效率与公平冶。

“效率与公平冶成为经济学核心关切后,经济学想象的现实经济主体就从个体演变为集体———实

际上承认了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几乎没有纯粹的“个体冶;人类从事经济活动,从来就是在一定的组织体

中如何进行组织决策和行动的问题,而所谓“组织体冶是多样化、多层次、多含义的。 在经济学中,“组
织体冶通常想象为“经济体冶和“经济主体冶,并进一步想象为市场组织与国家组织(国民经济)。 之所

以说是“想象为冶,是因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实际上是一系列抽象概念,这些概念是复杂的生产及消费

活动在人头脑中的反映,而非事实本身。 经济学将经济活动的整个格局或系统抽象(想象)为以无数

原子般微观经济主体所形成的“市场冶,以及相对于市场的“政府冶。 因而认为“市场-政府冶范式是在

人类历史发展到“权力垄断的政府-权利自主的人民冶的文明构架时代,所形成的(经济学)学术想象。
因而假定:“市场冶的组织原则是微观主体的“自由选择冶;“政府冶的组织原则是公共权力的垄断和明

智的“相机决策冶。 由于“垄断冶必然产生腐败和低效,难以确保“明智冶,所以“大市场,小社会冶成为最

大限度避免“市场失灵冶和“政府失灵冶的市场经济组织秩序构想。 这实际上是承认,没有十全十美的

市场体制机制,只有以“失灵最小化冶为理想的市场组织秩序理念;并且倾向于市场以效率为优先,政
府以公平为主旨的主张。 这就是传统主流经济学的组织秩序理论的基本逻辑。

市场竞争被想象为个体单元之间的“自由竞争冶,其实,在现实经济中实质上从来就是“组织竞

争冶,即各组织单元在一定的组织秩序中进行的竞争。 这不仅是组织实体之间的竞争,而且是经济

体的系统性组织秩序间竞争。 前者主要表现为企业或企业联合体(集团)之间的市场竞争;后者主

要表现为不同的市场经济组织规则之间的适应性竞争(“效率-公平冶竞争),一般表现为有效的组

织秩序替代无效的组织秩序。
我们的研究和推论到此走到了一个经济学理论的关节点,一个需要进行“惊险跳跃冶的陷阱之

处:即只要承认组织主体和组织秩序,就必然将“集体理性冶这个理论经济学家力图排除的因素,
“半推半就冶地引入经济学体系。 经济学过去称之为“政治经济学冶,实际上是以集体理性,即“国
家冶为底层逻辑基础的;而当个人主义理性成为经济学的底层逻辑基础和推演起点时,政治经济学

也就演变为“经济学冶。 而如前所述,即使是从个体理性的自身逻辑也会导向于承认集体理性,即
组织理性的存在。 所以,关于集体理性的研究,理应成为经济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三、集体理性向安全取向的迭代演化

在经济学研究中,关于集体理性是一个极难获得一致意见的论题,甚至是否存在“集体理性冶,
争论者都是各持异见。 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说:“试图通过把所表达

的个人偏好聚合起来形成社会判断,总是有可能导致自相矛盾的情况。冶“因此,关于集体理性,不可能

有一个完全不矛盾的含义。冶“一个个体在任何时刻都必然会面对一种他的个人欲望与社会要求之间

的冲突。冶 [9]20,24以自由竞争价格实现的利益格局是解决个体与集体关系的有效市场方式,而“组织是

在价格系统失效的情况下,一种实现集体行动的利益的手段冶 [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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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何为经济学所定义的“利益冶或“利益主体冶? 从彻底的逻辑推断来说,如果以个人为

本,那么真实的利益应基于个人的感受。 只有当某种获得或损失导致利益主体感觉“快乐、满意冶或
“痛苦、不满冶时,才表明真实利益主体的存在,否则就只是虚拟的利益和利益主体。 因此,按此思维,
企业等组织主体都是虚拟利益主体。 因为它们并不会因获得或损失而感到快乐或痛苦,所以都不是

真实的人,而是“法人冶或作为真实利益主体的自然人的组织;由于组织的利益是虚拟的,它本身不会

快乐或痛苦,对真实利益并无感知,因而也就无所谓真实的“利益冶了。 这样,经济学就将根本的利益

推断为个人的自由,认为个人自由是最快乐的,自由地追求和获取财富,就是最大的个人利益所在。
然而,在现实中,个人是社会存在,是在一定的组织关系中的存在。 因考虑到个人的利益常常

是在集体的组织秩序条件下才能实现,所以经济学家们提出,个人的自由可以有两种:直接自由和

间接自由。 所谓间接自由,实际上就是在一定的集体组织秩序中的个人自由。 如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说:“间接自由在现代社会中十分重要。 警察在街道上预防

犯罪的行动也许能够很好地实现我的自由———因为我并不希望被人抢劫或殴打———但此处的控制

权并不在我而在警察。冶“将自由简单地与直接控制相联系存在着危险,它忽略了间接自由所包含

的反事实因素,而且会失去许多重要的东西。 社会并不能如此组织,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掌握所有与

他私人领域相关的控制权。冶 [10]为了实现真正的个人利益,在逻辑上也是可以或有必要将个人的自

由控制权转移给社会性的组织集体的,此时,个人就在一定的组织秩序中成为被控制的对象,似乎

失去了部分的自由,但并不意味着利益的净损失,反而是为了维护利益的必要。
如前所述,当经济学关切到组织和集体时,公平就自然成为重要关切。 为了公平,也为了实现

真正的利益和自由,个人的行为就必然受到一定的限制。 当前,世界市场经济的组织秩序正在发生

极大的变化。 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所谓“完善的市场经济冶就是在如同绝对空间般的经济空间中,
微观经济主体可以完全自由行动和制度环境,而是各种个体和集体在复杂的组织秩序中,实现其行

为目标的复杂体系,并且各类组织主体的行为目标取向是处于演变之中的。
在效率-公平的集体关切中,经济学对于“公平冶的反复迭代倾向于不断逼近“安全冶目标。 最

大的“公平冶是确保“安全冶,或者说,对于安全的提供及获得应是公平的。 而且,“效率冶的底层逻

辑实质上基于“权利冶的保障,其本质也是“安全冶———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 所以,对于“效率冶的
反复迭代也倾向于不断逼近“安全冶目标。 如果没有安全,“自由冶有何意义? 利益又何在? “不自

由毋宁死冶是一种豪迈,但首先要保障不死,自由才有意义,而死亡的“自由冶,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

他人,都是违背基本伦理的。
经济学关于安全利益的理解也在不断演变。 从个人安全,表现为人权、私人产权,演进为社会

安全、国家安全,即关切重点从个人主义的安全,向集体主义的安全演变。 今天,连自我标榜最崇尚

个人自由的国家,例如美国,也越来越多地以“国家安全冶为由而干预经济社会生活,特别是在国际

关系中,“国家安全冶“国家利益冶往往成为中心话题,甚至那些标榜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也参与其

中。 人们有时批评其为“民族主义冶“国家主义冶,但谁没有民族和国家意识呢? 今天的经济学在研

究中,特别是在研究现实经济时,绝对的个人主义或国际主义经济学家几乎是极少存在的。 经济学

是关注利益的,作为集体利益体现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同个人利益一样是客观存在,并受到高度关

切的。 所以,集体理性越来越渗透于经济学的逻辑体系中,而且向着安全关切方向演化,安全关切几

乎可以超越经济学历来所聚焦的对“效率-公平冶的关切,成为压倒性的行为理据,只要以“国家安全冶
为由,几乎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四、疫后经济组织秩序规则安排的取向演变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使得政府作用受到更大关注和期待,人们希望政府采取必要手段应对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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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当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可能不利于疫情防控时,对生命安全的关切会超越对经济绩效的成本-
效益算计,即使是在最崇尚经济自由的国家,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行为也变得可以为公众所理

解和合理合法了(当然,也引起各种争议,甚至抗争)。 此时,经济活动的组织秩序规则发生了显著

改变,尽管这种改变起先被认为是短期性的非常规性应急反应,但随着疫情的发展及其对经济活动

和主体行为的深刻影响,人们越来越发现,这些变化可能会常态化,整个世界在疫情冲击后,将不再

会回到疫情之前的状态,而将进入另一个时代。 政府的作用将发生显著改变,通常认为它会大大增

强,而不是像过去所认为或主张的那样,政府管得越少越好,越是“小政府冶就越是有利于经济有效

运行。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说:“政府从来无法完美地纠

正市场失灵,但是有些国家做得比其他国家的要好。 只有当政府在纠正最重要的市场失灵方面做

得好些,经济才会繁荣。冶“事实的真相是从来未有过成功的大型经济体政府在其中不扮演重要角

色的,而且在那些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比如中国)以及生活标准最高的国家(比如北欧国家),政
府扮演的角色尤为重要。冶 [11]31,156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还十分坦率地指出:“美国的全球力量是它的软实力———思想的力量、
一种培养全世界领袖的教育制度以及供其他人效仿的模式。冶“然而美国模式正在丧失一些辉煌。
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未能提供可持续增长,更重要的是,其他国家正开始意识到美

国大多数公民并没有从那种增长中获益,并且这样一种模式在政治上也不是特别有吸引力……冶
“某一天(也许很快)我们也将看到按当前这样模式管理的全球化既不能提升全球效率也不能促进

平等;更为重要的是,它使我们的民主制度陷入危险境地。 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还有其他对我们

经济和民主都能进行更好的管理全球化的方式,并且它们不会造成不受约束的全球化。冶 [11]127,129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这里所说的“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冶,实际上指出了在世界组织秩序的

规则安排上完全有可能发生取向变化,即美国模式并非最优,区别于美国模式的其他模式未必比美

国模式的问题更多,更未必是绝对不可行的。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抗疫过程中,几乎没有人可以否

定,中国模式的成效超过美国模式;而中国经济的战略取向突出体现为对安全和经济运行畅通性的

更大关切[12]。
对于经济学来说,“安全冶是一个难以定义的概念,传统经济学中主要是强调私人财产的安全。 没

有财产安全就没有创造更多收入和进行资产积累的制度基础。 而当安全利益向着集体理性方向演

变,安全就成为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 它不仅是作为保护所有权和收益权的经济学假定前提,而且成

为行为目标或对经济活动进行外部干预的理据。 例如,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可以做出完全违背其组

织秩序内在逻辑和规则惯例的行为,如对中国民营企业华为的行政性限制和无端制裁、将中国企业任

意列为进行制裁的“实体清单冶等。
从中国方面来看,安全取向,特别是集体理性的安全取向,原本就是中国价值文化和政策选择

的鲜明特色;中国不缺回应安全关切的手段。 当美国拿起“国家安全冶大棒挥向中国时,中国绝对

不缺回应反击手段。 这样,“国家安全冶关切和以“国家安全冶为由进行的国家间博弈将成为疫后世

界的常态现象。 “安全冶可以压倒一切,也就压倒了正常的组织秩序规则。
在以往的经济学中(组织秩序规则中),安全一般被定义为公共品。 在全球经济中,世界性公

共品的供应主要由大国提供,而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被认为负有提供世界公共品的责任。 但是,现
在的美国越来越从“大气冶向“小气冶蜕化,而且使安全公共品蜕变为获取美国国家利益(服从“美
国优先冶的政府行为)的筹码。 因此,当世界更需要安全公共品的时候,却反而供应不足,疫后世界

将会发生安全公共品短缺的严重后果。 由此可知,当安全变得更为重要时,世界却变得更为危险,
不确定性风险显著上升。 在疫后经济组织秩序规则安排上,人类将不得不进行更多的安全投资,即
增加集体安全成本;同时,还会存在一个安全悖论,即安全投资和安全关切,本身可能成为安全威

胁,其手段往往是“制裁冶“封闭冶“脱钩冶,其后果是导致国家间的冲突、报复和以邻为壑。 安全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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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就像是军备竞赛悖论,安全关切反而使世界感觉更不安全,除非达到“确信双方毁灭冶的核均衡

状态。 可见,安全必须由最大的不安全威胁来保障。

淤摇 参见 2020 年 7 月 19 日环球网,http:椅www. huanqiu. com。

五、经济全球化中负责任大国的合作共治

传统的经济学中有一个十分勉强的假定,即在国家经济体中存在一个“政府冶,而且假定,政府

是理性和明智的。 凡是市场经济的自发机制无法实现的目标,就假定可以得到政府的关注和解决。
但是,如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所说:“政府从来无法完美地纠正市场失灵冶,只不过是,“有些国

家做得比其他国家的要好冶 [11]31。 所以,政府也是一个组织存在,它并非天然理性明智,而是在组织

过程中逼近所要达到的目标,或发挥被期望发挥的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的蔓延,表明全人类这个“组织集体冶需要有一个体现集体利益实现市

场机制难以达到的目标和难以发挥的功能(即“市场失灵冶)的组织协调者,即经济学微观-宏观范

式中所设想的“政府冶。 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一直以为它就相对于是全世界的“政府冶,可以发挥提

供公共品和进行全球调控的“政府冶组织功能。 但是,众所周知,即使人们希望或认可这样的想象,
美国实际上也越来越难以做到了,而且,也切身感觉力不从心。 特朗普政府主张的“美国优先冶,实
际上就是告诉世界:美国要顾及的是自己的利益,世界组织秩序的成本需要大家共同分担。 同时,
美国又很担心中国会取代它在世界组织体中的地位。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公开声称:“中国有取代

美国的野心和条件。冶“中国有足够的人口和足够大的经济体来取代美国。冶淤尽管中国并无此意,实际

上也不可能取代美国地位,但美国仍然无法排除心中的担忧。 所以,美国这个本应提供安全公共品的

超级大国,却越来越倾向于动用政府力量,以“安全冶为由而任意干预经济活动。 由此,整个世界经济

的组织秩序陷入混乱失序状态。
新冠肺炎疫情表明,世界正在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冶,人类必须解决新形势下组织秩序的

适应性问题,经济全球化必须要有新的更合适组织方式来协调和规范,并修塑秩序规则的各方面具

体安排。 放眼整个世界,有何力量可以实现这样的组织秩序修塑呢? 笔者认为,唯一可行的解决方

式只能是,期望于负责任大国的合作共治。 但是,观察当前国际上一些大国令人失望的表现,使人

们不能不对世界前景产生可能会发生事与愿违后果的担忧。 过去,人们至少在理论逻辑上可以相

信,只要政府少干预,让市场充分自由,形势就会改善;现在,人们既期望政府发挥积极作用,又担心

政府的任意干预,反而产生令人失望的后果。 在经济学的逻辑体系中,人们只能相信或假定政府是

“善冶的,是理性智慧的;但在全球经济的逻辑体系中,我们还能做这样的假设吗? 美国总统特朗普

赤裸裸地宣称奉行“美国优先冶原则,这对于世界经济的组织秩序构建来说,显然是来者不善。
问题的关键在于,全球化的组织秩序同一国内的经济组织秩序不可同日而语,所谓“集体理

性冶的性质也非常不同。 从经济学逻辑上说,组织是对价格功能的替代,即以规则安排和公共决

策,作为集体理性的实现方式,替代自由市场机制的价格信号功能。 对国内经济而言,可以假定集

体理性能够采用具有政府垄断性的方式来实现(例如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但在全球经济中,无法

想象可以由一个具有垄断权力的国家(完全出于“善冶的动机)来进行统治。 所以,集体理性必须通

过国际协商以国家合作特别是大国合作的方式来实现,人类别无选择。 但很显然,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和疫后时代,这方面将处于比较困难的境况中。 特别是由于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行为

不确定性很大,使得大国合作共治的组织秩序构建过程将充满不确定性和很大风险。 所以,世界经

济完全有可能进入一个组织秩序不稳定的动荡时期。
那么,人类还有希望吗? 市场经济组织秩序的底层逻辑基础是,“恶冶的(自私自利)的市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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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善冶的(理性明智的)政府的集合,即“人人为自己,政府顾大家冶。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人
类没有其他出路,应由负责任大国进行合作共治。 这就是疫后世界经济全球化组织秩序修塑的基

本形势,极具挑战性。

六、疫后全球经济组织秩序规则修塑的艰难征程

摇 摇 许多人将当前世界经济中出现的矛盾和国家间紧张状态视为(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与(美
国)反全球化,(中国)维护自由贸易原则与(美国)实行保护主义政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这并非

事态的主要实质。 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或者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实际上大多为表象,其实质

是要修塑全球化的秩序规则,以及在规则安排的谈判上进行“漫天要价冶的高压手段,甚至可以视

之为某种要挟手段。
今天的世界正在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冶,在此形势之下,各国都会有修塑全球化组织秩序

规则安排的愿望,并在规则安排的博弈中获得对自己更有利的地位。 特别是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

国的美国,所采取的各种表现为“逆全球化冶和保护主义的非理性行为,实为策略性伎俩(当然有其

国家战略意图),直接目的是力图在经济全球化的秩序规则安排中维护和重建对其更为有利的利

益格局。 可见,修塑经济全球化秩序规则,是当前大国博弈的核心问题。 中美贸易战并非简单的利

益讨价还价,而是修塑经济全球化组织秩序的规则之战。 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目的并非要“保护冶自
己,而是以“制裁冶方式要挟进行秩序规则安排上的攻击性行为,指责中国经济不够开放和自由;最
终目的并非是要与中国“脱钩冶,放弃中国市场,而是要制定能够更“自由冶地进入和占据中国市场

的组织秩序规则。 否则,美国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国家了!
世界经济今非昔比,2001 年,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 WTO,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的真诚承诺。

今天,面对强劲崛起的中国,西方某些国家以其关于市场经济的准则断定中国没有达到市场经济标准,不
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美国则更加“吃相难看冶,挥舞其各种“制裁冶大棒,要挟中国必须同意其提出

的要求:消除各种“不公平冶的特殊安排,实行完全“对等冶的“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冶的贸易自由化;不
再承认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冶,因而不同意中国再享受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冶;甚至更过分地

要求改变关系中国国家性质的一些基本制度,例如,国有企业以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
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也进入了攻坚期,如何更好地构建市场经济秩序规则,与经济全球化相

融合,这一重大问题更加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 中国在与其他国家进行规则安排的博弈中,不但要有

更大的改革开放勇气,表明想法并在现实中切实做到,还要有大多数国家可以接受的表达方式。 一方

面,中国既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必须走世界各国共同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 只

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走向国际自由贸易体系,融入经济全球化。 世界经济的组织秩序规则修塑才能

完成其艰难征程。
在各方对垒态势之下,如果认同则相容,如果拒斥则对立。 在新的世界经济组织秩序的规则安排

中,我们必须承认,不可能要求世界各国都成为完全“都一样冶的国家,各国都有其自己的特性特色,世
界是由众多“不一样冶的国家所构成。 所以,各国首先要完善各具特性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治理

好自己的国家;同时,各国要协商安排世界经济的组织秩序规则,使不同特性特色的国家(经济体)能
够在大多数国家都能够认同的秩序规则下,畅通交往,实现共处、共荣,并共同合作应对和解决全球性

新问题。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冶的时代,这是一个世界各国特别是各大国,所面临的世纪难题。 当

前,各国正走在充满荆棘的征途上,紧张、矛盾、冲突……在所难免。 但是,归根结底,更加包容和均势

的大国共治组织秩序,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为此而进行经济全球化的合理规则安排,也是大

国之责。 在修塑经济全球化组织秩序规则的过程中,人类社会唯有互信,才有出路。 尽管道路有些艰

险,但我们可以相信,人类有智慧可以解决世界大变局中所产生的这个世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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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ganizational Order of Market Economy and
Its Post Epidemic Situation

JIN Bei1,2
(1.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As a social activity, economic activity is essentially an organizational activity.
Economics should observe and depict the world as the subjects of organizations, their purposes,
orders and governance instead of the purposes and means of human individual behaviors.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s more and more infiltrated into the logic system of economics, and it
evolves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security concern. The security concern can almost surpass the
one of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in economic. After the epidemic, the world will have serious
shortage of public goods. When security becomes more important, the world becomes more
risky due to its increasing uncertainty. Collective rationality can only be realized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consultation in the form of state cooperation, especially that of great powers. First
of all, each country should improve its own economic system and mechanism with its own
features, and govern itself well. At the same time, all the countries should negotiate and
arrange the organizational orders and rules for the world economy, so that countries (different
economic bodie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can communicate peacefully, coexist in common
prosperity and cooperative responses to new global issues. More inclusive and balanced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 of co鄄governance is in the interest of most countries.
Key words: organizational order; collective rationality; rule revisio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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